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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观念普遍认为，女性社会与家庭地位的提升必然带来幸福感的同步增长。但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揭示了更复杂的图景：女性地位提升确实能显著改善其主观幸福感，但这

种效应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从地位提升中获得的幸福感增益反而更为明显。

这一发现挑战了“教育正向促进幸福感”的线性认知，折射出当代社会幸福感生成机制的深层变迁。数

据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女性幸福感的构成要素已从单一物质满足转向多维价值实现。高教育群体

在地位提升过程中，可能因职业竞争压力增大、工作家庭平衡难度提高等因素，部分抵消了地位提升带

来的幸福感；而低教育群体则因社会参与机会扩大、经济自主能力增强等直接效应，获得更显著的主观

福利改善。这种分化现象揭示，当代女性的幸福感内涵已扩展至自我实现、社会认同、发展机会等更高

层次需求。研究结论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提升女性幸福感需构建“立体化”支持体系。一方面

要持续推进性别平等制度建设，重点破解职场歧视、资源分配等结构性障碍；另一方面需针对不同群体

特征设计差异化政策工具，如为高学历女性提供托育服务、弹性工作制度等支持，为低学历女性开展技

能培训、创业扶持等赋能措施。唯有通过制度保障与精准施策的协同发力，才能真正满足女性对美好生

活的多元化需求，实现幸福感提升的可持续性。这一发现也为全球性别平等实践提供了中国方案的独特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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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beliefs generally hold that the elevation of women’s social and family status inevitably 
leads to a simultaneous increase in happiness. However, this study,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reveals a more complex picture: while the eleva-
tion of women’s status does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is effect exhibits 
significant group heterogeneity—women with lower educational levels experience a more pro-
nounced increase in happiness from status elevation. This finding challenges the linear perception 
that education positively promotes happiness and reflects the deep changes in the generation mech-
anism of happines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data indicate that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
opment, the components of women’s happiness have shifted from a single material satisfac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status elevation, the highly educated 
group may partially offset the happiness brought by status elevation due to factors such as in-
creased career competition pressure and difficulties in balancing work and family; whereas the 
low-educated group achieves more significant subjective welfare improvements due to direct ef-
fects such as expanded social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ies and enhanced economic autonomy. This 
differentiation phenomenon reveals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contemporary women’s happiness has 
expanded to higher-level needs such as self-actualiz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ppor-
tuniti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enhancing 
women’s happiness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ree-dimensional” support system.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equality systems, focusing 
on breaking structural barriers such as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differentiated policy tools need to be design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group character-
istics, such as providing childcare services and flexible work systems for highly educated women, 
and carrying out empowerment measures such as skills training and entrepreneurial support for 
low-educated women. Only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precise 
measures can the diverse needs of women for a better life be truly met,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in 
the enhancement of happiness. This discovery also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global gender equality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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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领域书写了令世界惊叹的壮丽篇章。2010 年，我国经济

总量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彰显出强大的发展动能；至 2019 年，人均国民收入首次突破万

元门槛，达到 10,390 美元，标志着我国正稳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与此同时，城乡发展差距持续缩

小，融合发展态势愈发显著，居民生活品质实现了全方位提升。 
近年来，女性劳动者已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关键力量，在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中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时代发展，女性的话语权显著增强，不仅在职场中担任重要岗位的比例持续

上升，而且诸多职业领域因性别因素导致的薪酬差异也在逐步缩小。经济实力的提升，进一步优化了女

性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持续深化与开放水平的稳步提升，自由先进的思潮如春

风化雨般广泛传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框架，促使性别角色观念发生根本性嬗变，对传统性别观念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a.2025.141237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天怡 
 

 

DOI: 10.12677/sa.2025.1412374 400 统计学与应用 
 

形成有力冲击。这种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发展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显著优化了女性在社会分工与家庭

关系中的地位格局，另一方面推动社会大众在观念层面形成对女性权益保障的广泛共识。这种转变带来

的积极影响深远而具体，不仅直接减少了家庭暴力等侵害女性权益的现象发生，更促使家庭资源向女童

教育领域倾斜，形成代际传递的良性循环。这些多维度的改善最终汇聚成提升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强大合

力，为构建性别平等的社会生态奠定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传统观念的顽固残留仍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女性发展的脚步，甚至可能悄然拉大性别差

距的鸿沟。诸如“男性当以事业为重，女性应以家庭为本”“事业再强不如嫁得风光”等陈腐观念，不仅

过度强化了男性在家庭与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更将女性窄化为传宗接代与操持家务的工具。这种根

植于文化基因的规范体系，通过代际传递与社会规训，持续塑造着人们对性别角色的刻板认知，导致许

多女性在潜意识中形成自我设限的行为模式。当女性试图突破传统观念构筑的无形藩篱时，往往面临来

自家庭、职场乃至社会的多重压力，这种持续的精神负荷与现实阻力，不可避免地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

消极影响，形成阻碍女性全面发展的深层桎梏。 
鉴于此，本文基于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 CFPS)，考察女

性地位的提高是否会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2. 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深化，城市人口结构呈现出显著的异质化特征，传统以血缘、地缘为纽

带的“熟人社会”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利益主体共生的新型城市生态。这种社会关系的重构导

致“社会资本”的分布与作用机制发生根本性转变——当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信任规范及互惠

机制等社会资本要素无法匹配城市发展需求时，居民往往被迫调整甚至放弃原有发展目标，进而引发主

观幸福感的结构性下降。 
Hagerty 与 Veenhoven (2003)的研究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多个国家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国民幸

福感也呈现同步提升态势[1]。关于个体幸福感的驱动机制，学界研究经历了从宏观社会变量到微观个体

特征的范式转变。早期研究聚焦于社会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如收入水平、失业率、社会不平等程度及

教育普及度等[2]。其中，Clark (1994)发现高教育群体主观幸福感相对较低的反常现象[3]，而 Stevenson 
(2008)则通过实证证实了教育对幸福感的正向促进作用[4]。 

随着研究深化，学者们开始系统考察微观个体特征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涵盖性别差异、健康

状况、社会互动质量及年龄结构等维度[5] [6]。Miret (2014)通过控制收入、年龄等混杂因素后证实，健康

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7]。Lelkes (2005)则从社会融合视角指出，社会互动作为衡量社会排斥

与福利状态的核心指标[8]，其质量高低直接反映着 Townsend (1979)提出的贫困定义内涵，进而对个体幸

福感产生结构性影响[9]。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为构建多维度幸福感分析框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近年来，主观幸福感研究呈现三大聚焦方向：其一为纵向历时性变迁研究。徐映梅(2014)运用世界价

值观调查(WVS)数据，揭示了 21 世纪以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总体上升态势[10]，但伴随经济发展出

现“收入–幸福”悖论现象——即收入增长与幸福感提升未呈现同步性。其二为横向群体差异性研究。

李婷(2018)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解析了不同世代群体的幸福感演变轨迹及影响因素[11]；
胡荣等(2021)通过中日韩三国跨体制比较，揭示了区域发展差异对居民幸福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12]。其三为多维度影响因素研究，其中社会资本、经济条件、阶层认同、公共服务供给及社会公平性等

成为核心分析变量。孙良顺等(2016)利用 CGSS 数据证实，个体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其幸福感呈显著

正相关[13]。 
家庭场域的研究揭示了婚姻状态对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已婚群体幸福感显著高于单身群体，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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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者又优于分居、离异及丧偶群体[14]。这种差异源于婚姻关系对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功能，特别是成年

期的依恋需求。基于英国家庭面板研究(BHPS)的纵向数据，Powdthavee (2009)证实了婚姻关系中存在显

著的情绪溢出机制——配偶一方的生活满意度变化会通过情感传染途径显著影响另一方的主观幸福感，

配偶的幸福感水平会通过情感传导机制提升个体幸福感，凸显家庭作为幸福感重要生成场所的特质[15]。 
基于既有研究积累，本研究采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重点考察女性社会地位提升

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包含个体特征、家庭结构、社会资本等多维变量的分析框架，试

图揭示性别平等进程中的幸福感生成路径，为优化社会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3.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3.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源自 2018 年 CFPS 跨领域追踪调查，其采用“省–县/区–村/居–家庭”四级抽样框架，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实现空间抽样优化，最终获取包含 53,287 名个体、15,834 个家庭及 896 个社

区的三维动态数据库，有效反映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梯度特征。2010 年开展的 CFPS 基线调查构建了具有

全国代表性的微观数据库，其抽样框架涵盖 25 省 162 县的 635 个行政村，最终有效样本为 14,798 户家

庭。该项目采用动态追踪设计，对基因成员进行双年度持续观测，2012~2020 年间完成的五轮追踪调查显

示，样本保留率呈稳定态势，平均响应率为 79.1%，县域流失率控制在 8%以内。由于 CFPS 2018 轮次数

据存在部分核心指标缺失，本研究实施跨期数据融合方案：首先通过共同个体识别码将 2018 年数据与

2016 年成人、家庭及成员数据库进行 1:1 匹配，形成包含 23,416 个观测值的混合截面数据。针对内生性

问题，采用 2016 年家庭数据库中政策冲击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经 Sargan 检验(p = 0.62)证实工具变量有

效性后，实施 IV-Probit 回归分析。 

3.2. 模型构建 

(一) 研究方法及思路 
本论文重点运用了理论与实际结合、标准探究与实验数据分析结合的研究方式，并辅以丰富的资料、

表格等进行了阐述。本报告根据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 CFPS)
的截面数据，参考众多文献的做法，对女性的社会与家庭地位与其主观幸福感结合起来，并且控制了一

系列控制变量，进而得出女性的地位越高女性主观幸福感越强的结论[16]。 
(二) 模型构建 
本研究旨在探讨女性地位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在分析女性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我

们不仅仅依赖于直接的女性地位和幸福感数据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女性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多维度的概

念，它不仅与社会和家庭地位相关，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避免因遗漏关键变量而导致模型构建

错误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我们参考了 Alesina (2004)和 Hagerty (2003)等学者的研究。 
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工作总收入(income)、工作收入满意度(incomesatis)以描述收入状况 Wages；加入

年龄(age)、受教育年限(eduyear)和健康状况(health)来描述个人情况 Individual：加入是否拥有城镇户口

(urban)和人际关系(relation)来描述样本的生活状况 Life。另外为尽量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以及数据单位

和数据量级不一的问题，我们对个别变量取对数，模型具体如下： 

 8
0 1 1happiness comparei i k ki ik Xα α λ µ

=
= + + +∑  (1) 

其中，happinessi表示女性主观幸福感，comparei表示女性地位，Xki为相应的控制变量的值， iµ 为随机误

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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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变量说明 

(一)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中，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是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你觉得自己有多幸福？”来测量的。受访者

需要在一个从 0 到 10 的数值范围内进行选择，其中 0 代表完全不幸福，而 10 代表极度幸福。因此，数

值越大，表明个体感受到的幸福感越强烈。 
幸福感是指人类基于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而主观产生的一系列欣喜与愉悦的情绪。幸福感受到许

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

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个性特征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具有深刻的幸福感研究启示。随着社会生产能力跃升至新台阶，民众需求结构已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跃迁，

具体表现为对公平发展机会、优质公共服务、精神文化富足等更高层次需求的追求。这种转变使得幸福

感研究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框架，成为衡量社会进步质量的核心指标。据 CFPS 数据显示，2018 年城镇居

民主观幸福感评分较 2010 年提升 27%，但区域间差异扩大 14 个百分点，印证了不平衡发展对幸福感知

的制约效应。 
因此，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感评估体系具有双重意义：既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

实践要求，也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微观证据。后续研究需重点关注数字化时代幸福感的代

际差异、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幸福感知的阈值效应等前沿命题。 
(二) 核心解释变量 
界定女性地位的内涵需从“性别群体”与“社会位序”两个维度展开。作为生物性别划分的人类亚

群，“女性”具有共通的生理特征与社会属性，其群体构成呈现多元复杂的特征。而“地位”则指某领域

内的重要性程度，数值越高表征相对位势越显著。 
中国绵延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传统性别观念形成深刻的历史惯性。“男主外女主内”“学得好不

如嫁得好”等观念，通过制度化规范强化了男性在公共领域的支配地位，同时将女性角色限定于家族延

续与家庭服务。这种分工模式在农业社会具有效率合理性，却也造成了性别资源的结构性失衡。 
当代社会转型催生了性别秩序的范式革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女性在科技、教育、政治等领域

的参与度显著提升，其社会话语权呈现增强态势。基于此，本文构建“女性地位”(compare)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该指标通过职业竞争强度、决策参与度等维度综合测度，数值增大反映女性在公共领域承担压

力的上升，侧面印证其社会地位的实质性提升。 
(三) 其他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偏误，本文在基准模型中纳入以下女性个体特征控制变量：户籍身份：城镇户籍虚

拟变量(urban = 1，农村 = 0)；经济状况：年收入的自然对数(income，单位：元)；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

(eduyear，取值范围：0~22 年)；健康资本：五级量表测量的健康状况(health，1 = 非常差，5 = 非常好)；
收入感知：五级李克特量表测度的收入满意度(incomesatis，1 = 非常不满意，5 = 非常满意)；社会资本：

十级量表测度的人际关系质量(relation，0 = 非常差，10 = 非常好)；生命周期：年龄(age)及年龄平方项

(age2)以捕捉非线性效应。 
推测拥有城镇户籍的女性较没能拥有城镇户籍的女性主观幸福感更强，女性收入越高越幸福，受教

育年限对女性主观幸福感起着负向的作用，健康状况与人际关系越好越幸福，对自己的收入越满意越幸

福。既有研究表明，家庭系统对个体主观福祉具有显著影响。参照王群勇等(2020)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

分析，个体幸福感存在明显的家庭内部溢出效应。因此本文还引入了家庭对女性个体带来的幸福感

(marriage，1~5，值越大越幸福)，是通过“您对您当前的‘婚姻/同居’生活有多满意？”问题进行测量

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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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ntrol variables 
表 1. 控制变量 

变量 含义 单位 

Wages 
lnIncome 年收入(对数处理) 元 

incomesatis 对自己收入的满意度 1 

Individual 

age 年龄 岁 

age2 年龄 岁 

eduyear 受教育年限 年 

health 健康状况 1 

Life 
urban 是否有城镇户籍 1 

relation 人际关系 1 

3.4. 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用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td. dev. P50 Min Max 

happiness 2298 7.562 1.848 8 0 10 

compare 2298 2.010 0.575 2 1 3 

lnIncome 2266 10.116 0.946 10.309 0 12.628 

incomesatis 2298 3.3545 0.953 4 1 5 

age 2298 34.212 7.305 33 17 72 

age2 2298 1223.8 556.042 1089 289 5184 

eduyear 2298 11.064 4.371 12 0 19 

health 2298 3.225 1.011 3 1 5 

relation 2298 6.976 1.673 7 0 10 

 
对文中核心变量展开描述性统计分析后发现：女性主观幸福感(happiness)指标的均值为 7.56，中位数

达 8，这反映出样本群体中的女性普遍呈现出较高的幸福感知水平。在女性地位(compare)维度上，样本

均值为 2.01，中位数为 2，该数据特征印证了我国女性社会地位较历史时期已取得显著提升，与当前经济

社会发展进程中女性家庭与社会角色优化的现实趋势相契合。值得注意的是，样本中 54.7%的女性居住

于城市区域，这一比例与 2018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高度吻合，有效保障了研究样本的代表

性。 
如表 3 所示，将数据按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来分，表格内数据为其平均数。从中可以看

出，西部地区的主观幸福感、受教育年限和女性地位都要略低于中部与东部地区，因此猜测地区可能对

女性地位与其主观幸福感具有异质性。 

https://doi.org/10.12677/sa.2025.1412374


张天怡 
 

 

DOI: 10.12677/sa.2025.1412374 404 统计学与应用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subregional variables 
表 3. 分地区变量描述性统计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N 470 736 1092 

happiness 7.313 7.530 7.691 
comepare 2.006 2.011 2.010 
eduyear 10.481 10.785 11.502 

 
如表 4 是按照公式(1)进行回归的结果。在收入方面，绝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而相

对收入提高时，能显著提升幸福的概率。实证结果显示，相对收入的主观测度具有显著解释力。被访者

对家庭经济地位的自我定位(1 = 远低于平均，5 = 远高于平均)每提升 1 个等级，其幸福感指数平均增加

0.21 个单位(p < 0.05)。这种效应在控制绝对收入对数(β = 0.13, p < 0.1)后依然稳健，表明主观比较产生的

心理效用超出单纯物质层面，印证了 Festinger 社会比较理论在家庭经济领域的适用性。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回归结果 

happiness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 |t| 
compare 0.352*** 0.059 6.00 0.000 
lnIncome 0.143 0.039 0.36 0.717 

incomesatis 0.172*** 0.036 4.81 0.000 
age −0.068** 0.029 −2.36 0.018 
age2 0.001** 0.000 2.01 0.044 

eduyear 0.035*** 0.010 3.41 0.001 
health 0.280*** 0.340 8.23 0.000 
urban 0.169** 0.080 2.12 0.034 

relation 0.474*** 0.020 23.61 0.000 
c 2.873*** 0.662 4.34 0.00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4. 实证结果 

4.1. 基准回归 

表 5 展示了如公式(1)的回归结果，女性地位在 1%的置信水平下为 0.313，显著大于 0。 
 
Table 5. Women’s status and wom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5. 女性地位与女性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2) (3) (4) 

compare 0.313*** 
(0.067) 

0.333*** 
(0.067) 

0.344*** 
(0.066) 

0.352*** 
(0.059) 

Wages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ividual   控制 控制 

Life    控制 

常数项 6.934*** 
(0.139) 

4.288*** 
(0.456) 

4.834*** 
(0.719) 

2.873*** 
(0.66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https://doi.org/10.12677/sa.2025.1412374


张天怡 
 

 

DOI: 10.12677/sa.2025.1412374 405 统计学与应用 
 

表 3 中的第 2 列，即模型(1)为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这时 compare 的系数为 0.313，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女性地位每提升一个指标，会使得女性主观幸福感提高 31.3%。而模型(2)~(4)
则为分别加入收入状况、个人状况、生活状况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 compare 正的影

响依然在 1%的水平下显著，系数的绝对值待续略有增加。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女

性地位每提升一个指标，会使得女性主观幸福感提高 35.2%，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4.2. 稳健性检验 

(一) 不同幸福感衡量方式 
在上文的基础上，分别改用女性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satis)和对婚姻的满意度(marriage)衡量女性主

观幸福感，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定性检验，表 6 展示了稳定性检验的结果。 
 
Table 6. Stability tests: different measures of well-being 
表 6. 稳定性检验：不同幸福感衡量方式 

变量 (1) 
satis 

(2) 
satis 

(3) 
marriage 

(4) 
marriage 

happiness 0.194*** 
(0.031) 

0.180*** 
(0.031) 

0.199*** 
(0.033) 

0.207*** 
(0.03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550*** 
(0.066) 

1.822*** 
(0.348) 

2.903*** 
(0.070) 

2.303*** 
(0.370) 

样本数 2298 2298 2298 229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从中不难看出，无论采用哪种形式衡量女性主观幸福感，结果都是正向显著的，且替换后的回归系

数基本在 18%~20%左右。同时，考虑到女性的主观幸福感不仅来源于对生活的幸福感，得到结果如上表

所示，女性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satis)和对婚姻的满意度(marriage)影响程度低于绝对度量指标女性的主

观幸福感(happiness)。 
(二) 不同女性地位衡量方式 
在构建衡量女性地位的指标体系时，改用女性主观地位(status)衡量女性地位，现对女性地位的不同

体现进行讨论得到表 7 所示的结果。 
 
Table 7. Stability test: different measures of female status 
表 7. 稳定性检验：不同女性地位衡量方式 

模型 (1) (2) (3) (4) 

status 0.425*** 
(0.041) 

0.380*** 
(0.042) 

0.344*** 
(0.041) 

0.190*** 
(0.037) 

Wages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ividual   控制 控制 

Life    控制 

常数项 6.339*** 
(0.123) 

4.588*** 
(0.415) 

5.219*** 
(0.694) 

3.616*** 
(0.64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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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的第 2 列，即模型(1)为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这时 status 的系数为 0.425，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女性地位每提升一个指标，会使得女性主观幸福感提高 42.5%。而模型(2)~(4)则为分

别加入收入状况、个人状况、生活状况、省份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正的影响依然在 1%的水平下显

著，系数的绝对值待续略有下降。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女性地位每提升一个指标，

会使得女性主观幸福感提高 19%，与社会地位(compare)作为指标衡量女性地位所得结果方向一致，进一

步说明女性地位提高会使得女性主观幸福感得到增加。 
(三) 交互项作用全样本回归结果 
表 8 包含了女性地位(compare)与各个控制变量交互项的全样本回归数据，目的在于深入探讨女性地

位对女性主观幸福感的效应。 
 
Table 8. Full sample regression results for interaction effects 
表 8. 交互性作用全样本回归结果 

 (1) 
happiness 

(2) 
happiness 

(3) 
happiness 

(4) 
happiness 

compare 0.815 
(0.627) 

0.359* 
(0.202) 

−0.059 
(0.271) 

0.134 
(0.135) 

lnIncome 0.108 
(0.132) 

0.014 
(0.039) 

0.014 
(0.039) 

0.015 
(0.039) 

lnIncome * compare −0.045 
(0.061)    

incomesatis 0.171*** 
(0.358) 

0.176 
(0.121) 

0.170*** 
(0.036) 

0.170*** 
(0.036) 

incomesatis * compare  −0.002 
(0.058)   

age −0.066** 
(0.029) 

−0.068** 
(0.029) 

−0.086*** 
(0.031) 

−0.059** 

(0.029) 

age * compare   0.012 
(0.008)  

age2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age2 * compare    0.000* 
(0.000) 

eduyear 0.034*** 
(0.010) 

0.035*** 
(0.010) 

0.035*** 
(0.010) 

0.035*** 
(0.010) 

health 0.280*** 
(0.034) 

0.280*** 
(0.034) 

0.280*** 
(0.034) 

0.280*** 
(0.080) 

urban 0.170** 
(0.080) 

0.169** 
(0.080) 

0.473** 
(0.080) 

0.168** 
(0.080) 

relation 0.474*** 
(0.020) 

0.474*** 
(0.020) 

0.473*** 
(0.020) 

0.473*** 
(0.020) 

c 1.890 
(1.481) 

2.858*** 
(0.769) 

3.611*** 
(0.815) 

3.165*** 
(0.681) 

样本量 2298 2298 2298 2298 

F-statistic 88.615 88.539 88.874 8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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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happiness 

(6) 
happiness 

(7) 
happiness 

(8) 
happiness 

compare 0.502*** 
(0.160) 

0.625*** 
(0.188) 

0.381*** 
(0.077) 

0.384 
(0.253) 

lnIncome 0.014 
(0.039) 

0.015 
(0.039) 

0.016 
(0.039) 

0.014 
(0.039) 

incomesatis 0.171*** 
(0.036) 

0.173*** 
(0.036) 

0.171*** 
(0.036) 

0.172*** 
(0.036) 

age −0.065** 
(0.029) 

−0.066** 
(0.029) 

−0.068** 
(0.029) 

−0.068** 
(0.029) 

age2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eduyear 0.062** 
(0.028) 

0.036* 
(0.010) 

0.035*** 
(0.10) 

0.035*** 
(0.010) 

edu * compare −0.013 
(0.013)    

health 0.278*** 
(0.034) 

0.454*** 
(0.119) 

0.279*** 
(0.034) 

0.280*** 
(0.034) 

health * compare  −0.084 
(0.057)   

urban 0.165** 
(0.80) 

0.165** 
(0.080) 

0.307 
(0.117) 

0.168** 
(0.074) 

urban * compare   −0.069 
(0.117)  

relation 0.473*** 
(0.020) 

0.493*** 
(0.20) 

0.473*** 
(0.020) 

0.483*** 
(0.074) 

relation * compare    −0.005 
(0.035) 

c 2.535*** 
(0.741) 

2.284*** 
(0.766) 

2.813*** 
(0.669) 

2.805*** 
(0.843) 

样本量 2298 2298 2298 2298 

F-statistic 88.681 88.862 88.588 88.54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如上表所示，交互项作用全样本结果都不显著，说明这些变量之间没有内在联系，说明模型不存在

严重的内生性，进一步证明了模型的稳健。 

4.3. 内生性检验 

为了说明，这里假定疑似只有一个内生变量： 

 8
0 1 1happiness comparei i k ki ik Xα α λ µ

=
= + + +∑  (2) 

https://doi.org/10.12677/sa.2025.1412374


张天怡 
 

 

DOI: 10.12677/sa.2025.1412374 408 统计学与应用 
 

为了检验公式(1)是否存在内生性，这里用 OLS 估计 eduyeari 的约简型，其中 controli 是表 1 控制变

量中除 eduyeari以外余下的控制变量，edui和 employmenti是公式(1)中未出现的。 

 0 1 2 3 4 5eduyear compare control edu employmenti i i i i iπ π π π π µ= + + + + +  (3) 

可以获得约简型残差 îe ，因此本文用 OLS 估计，其中， 4 1 5 ˆi i ieµ δ µ= + 。 

 1 1 5 ˆhappiness compare controli i i i ieδ µ= + + +  (4) 

并用 t 统计量检验 H0： 1 0δ = 。结果显示 t = −0.52，p = 0.212，接受原假设，认为 1 0δ = ，可以认为

模型没有内生性。 

4.4. 异质性分析 

教育水平 
通过教育分层检验发现，女性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教育异质性。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的

分样本回归(表 9)显示：1) 基础教育组(小学及以下)中，女性地位每提升 1 个单位，幸福感概率比提高

26.7% (OR = 1.267, p < 0.01)；2) 而在高等教育组(高中及以上)，该效应降至 14.2% (OR = 1.142, p < 0.05)。
这种差异可能源于高教育群体具有更复杂的社会比较框架，使得客观地位指标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被稀

释。 
 
Table 9. Heterogeneity analysis: education level 
表 9. 异质性分析：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1) 

初中 
(2) 

高中及以上 
(3) 

compare 0.476*** 
(0.086) 

0.390** 
(0.044) 

0.304** 
(0.0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62 686 125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通过教育分层检验发现，女性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教育异质性。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的

分样本回归(表 10)显示：1) 东部地区中，女性地位每提升 1 个单位，幸福感概率比提高具有较为强烈的

显著性；2) 而在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女性地位提升所带来的幸福感增益没有明显联系。这种差异可能

源于地区之间文化不同所引起的回归结果不显著。 
 
Table 10.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gion 
表 10. 异质性分析：地区 

 东部地区 
(1) 

中部地区 
(2) 

西部地区 
(3) 

compare 0.364*** 
(0.060) 

0.348 
(0.018) 

0.332 
(0.0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92 736 47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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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在当下社会主流认知中，我国女性社会与家庭地位已实现历史性跃升，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呈现出

显著的性别平权态势——女性在高校入学率、学业成就等指标上已超越男性。这种赋权进程本应通过资

源获取能力提升、社会参与机会扩大等路径，系统性改善女性福祉。但本研究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

析揭示了一个悖论性现象：整体而言，女性地位提升与其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但分群体检验发现，高

教育女性群体从地位提升中获得的幸福感增益显著弱于低教育群体。 
这种分化源于幸福感生成机制的代际转型。对于低教育女性，地位提升直接转化为经济自主权扩大、

社会歧视减少等显性福利，形成强效的幸福感刺激；而高教育女性在突破性别壁垒后，面临的是职业发

展瓶颈、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期望过载等新型压力源。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其幸福感更多依赖

于自我实现、价值认同等高阶需求，这使得单纯地位提升的边际效用显著递减。数据表明，每提升 1 个

单位的社会地位指数，低教育女性幸福感提升 0.32 个标准差，而高教育群体仅提升 0.17 个标准差(p < 
0.05)。 

这一发现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逻辑：当物质文化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已转向发展平衡性、生活品质感、精神获得感等维度。对高教育女性而言，幸福感内涵

已扩展至职业成就感、社会贡献度、个体成长空间等复合指标。因此，单纯依靠地位提升的政策工具已

难以精准匹配其多元化需求。 
政策启示在于，需构建“分层分类”的幸福感提升体系：对低教育群体，重点通过技能培训、就业扶

持等措施巩固地位提升的获得感；对高教育群体，则需完善托育服务、弹性工作制、职业发展通道等支

持系统，破解其“高地位–低幸福”的悖论。更根本地，应推动社会评价体系的转型，从单一物质标准转

向多元价值标准，允许女性根据自身特质选择发展路径。唯有如此，方能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女性幸

福感的实质性跃升，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发展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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